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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數位領域已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重塑

全球治理、安全與經濟格局。美中日益激烈的科技競爭正在加速全球數位

秩序的分化，其核心問題在於全球網路治理規範的分歧，反映出不同價值

觀與政策優先事項的對立。在此背景下，印太地區憑藉其經濟潛力與科技

創新能力，成為推動數位轉型與治理的關鍵戰場。

除了美中競爭，歐盟（EU）作為全球規範性權力（Normative Power 

Europe, NPE），也試圖在印太地區的數位秩序中發揮影響。然而，相較

於美國以市場驅動（market-driven）模式與中國以國家主導（state-led）模

式競逐數位領導權，歐盟的角色仍顯模糊，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其在數

位治理領域的影響力及戰略定位。

本研究分析歐盟在數據治理、數位市場經濟及網路安全等領域的規

範性影響，並探討其在美中競爭格局下如何維持戰略自主性。本文借鑑

Paulus（2024）提出的「規範能動性」（Normative Agency）框架，以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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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歐盟在全球數位治理中的行動方式與影響途徑，並透過政策文件分析、

學術文獻檢視及比較分析，評估歐盟在全球數位治理中的規範性影響。

本文主張，歐盟主要透過「規範橋樑搭建者」（Norm Br idge-

Builder）的角色，嘗試在美中對立的數位治理模式之間進行橋接，提供

一條折衷且具包容性的路徑，推動跨境數據流通、數位經濟公平競爭與以

人為本的數位規範。然而，歐盟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仍受到內部政策一致

性、經濟技術實力、美中競爭壓力及當地國家戰略考量等因素的制約。

文章首先回顧全球數位治理的競爭態勢與歐盟的規範性角色，接續介

紹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並透過案例分析歐盟在印太地區的相關實踐，最

後探討其在形塑數位秩序過程中的挑戰與機遇，以期為歐盟未來的數位戰

略提供參考。

關鍵詞：歐盟、數位治理、中美強權競爭、印太戰略、規範性權力

*　　*　　*

壹、前言

在數位科技迅速演進的脈絡下，數位領域已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場

域，正持續重塑全球治理、安全與經濟發展的整體格局。各國將數位技術視為

戰略資產的趨勢日益明確，尤以美中兩強在關鍵技術上的角力最為顯著。當

前，雙方圍繞半導體、人工智慧、5G與網路安全等領域展開全方位競爭，並

透過政策工具、經濟槓桿與供應鏈重構等手段，企圖改寫全球科技體系的權力

分配。此種動態使科技與地緣政治進一步交織，亦使數位治理超越技術管理的

範疇，而與國家安全、經濟利益與國際秩序重組緊密相連。換言之，競爭焦

點並非僅止於技術主導權，更觸及數位規範與治理理念的價值對立（Chen and 

Yang 2022; Flonk, Jachtenfuchs, and Obendiek 2020; Gao 2022; Kharlamov and 

Pogrebna 2019; Pijović 2021）。簡言之，美中日益激烈的科技競逐正加速全球

數位秩序的分化與重組。在此背景下，印太地區憑藉龐大的市場規模、強勁的

創新動能與高度的技術應用潛力，逐漸成為全球數位治理與科技領導權競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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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節點（He and Li 2020; Hu 2020; Rim 2023; Zhao 2023）。然而，區域內部

數位發展不均，日本、南韓與新加坡等已建構進步的監管與基礎設施，許多發

展中經濟體卻仍面臨連結不足、技術能力有限與制度設計薄弱等挑戰（GSMA 

2021）。這些差異衍生出強烈的「需求面」：各國亟需資源投入、標準對接

與制度建構支持，以兼顧普及性、安全性與治理效能。新冠疫情更凸顯此等需

求，推動印太國家積極尋求外部合作與夥伴關係，以提升競爭力與韌性（Ford 

and Clifford 2021; Runde, Savoy, and Murphy 2020）。作為美中戰略布局的交匯

點，區域內國家在追求成長與創新的同時，亦須在推動市場開放、維護數位安

全，以及確保制度選擇的相容性之間，審慎權衡，以尋求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數

位發展路徑與國際合作模式。在兩極化趨勢漸增之際，這些國家面臨艱鉅抉

擇：如何在不同治理模式之間定位自身？又如何在維繫主權與核心利益的前提

下回應國際合作的需求？這些難題使全球數位治理的未來更加不確定且充滿張

力。然而，印太數位格局並非僅由美中主導，區域外主要行為者亦試圖介入，

以避免在新興數位秩序中被邊緣化。歐盟（EU）作為以規範性影響力著稱的

國際行為者，近年亦積極調整對印太的戰略布局。歐盟透過《歐盟印太合作戰

略》（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凸顯該地區的重要性，

並在數位基礎設施、網路安全與技術標準等面向深化參與，意在以規則為本的

方式塑造區域秩序。惟相較於美中的明確戰略競逐與資源投射，歐盟在印太的

角色定位仍顯模糊，其規範輸出能力與實質影響範圍亦受到限制與質疑。據

此，本文提出以下核心研究問題：在日益兩極化的數位治理競爭中，歐盟能發

揮何種實質作用？其是否具備能力在印太地區提出一種有別於美中主導路徑的

數位治理選項？又能否在維持其戰略自主性的前提下，於區域數位發展進程中

發揮更具建設性的影響力？

基於此，本文將關注以下兩個核心問題：

一、 歐盟如何透過其規範性權力（Normative Power）參與全球網路治理規範

的發展？對印太地區的數位治理有何影響？

二、 在美國與中國競逐印太數位治理主導權的背景下，歐盟能如何調整其對外

策略，以維持規範性影響力？又能否在鞏固其戰略自主性的同時，擴展其

在區域數位治理中的影響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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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鑑Paulus（2024）提出的「規範能動性」（Normative Agency）分

析框架，主張歐盟在全球數位治理中扮演「規範橋樑」的角色：定位其為一種

超越美中對立、具有整合潛力的規範性行為者。歐盟並非意在「取代」或「平

衡」兩強，而是為印太國家提供有別於強權陣營的新選擇。具體而言，歐盟透

過規範中介
1
的方式回應美中的數位對立，提出兼顧市場開放、個人權利與數

位安全的「中間路線」，作為促成規範調和與制度共識的折衷方案。同時，歐

盟亦運用數位外交，積極與印太地區原本較為被動的參與者建立夥伴關係，透

過資源投入、技術合作與制度倡議，強化其在數位轉型與規範制定中的參與

度，推動「以人為本」 （human-centric）、重視基本權利的數位秩序。

所謂『橋接』，並不是要歐盟成為美中對立的仲裁者，而是指其在重視人

權、協調規範以及設計制度方面，展現出與兩強不同且具建設性的參與方式。

本文所界定的「橋接」，更接近於提供印太國家多元制度選項，並透過合作倡

議、價值倡導與能力建構，增進各國在數位轉型中的自主性；其目的不是介

入美中領導地位的競逐，亦非壟斷區域規範整合的方向。換言之，歐盟更像是

「開放式規範平台的提供者」，而非單向輸出的「規範霸權」。此一角色設定

既呼應歐盟「以人為本」、「權利導向」（rights-based）的治理價值，也符合

其印太戰略中強調促進夥伴關係、增強韌性與擴展選擇的政策基調（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Kliem 2021）。

基於上述定位，本文旨在深化對數位地緣政治格局的理解，並為歐盟未來

數位戰略與印太地區的數位發展提供參考。全文結構如下：第一部分說明研

究背景、問題意識與論述焦點，作為文章分析起始點。第二部分回顧關於全球

網路規範、網路空間治理、數位主權與數位秩序，以及歐盟規範性權力的相

關文獻。第三部分介紹Paulus（2024）的「規範能動性」理論框架並概述研究

方法。第四部分分析歐盟在印太的數位治理戰略與相關措施，著重其「規範橋

樑」的運作機制。第五部分總結歐盟在形塑印太數位秩序所面臨的挑戰與機

遇，並反思其在全球數位治理的角色定位及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1	 本文所指的「中介」，非著重於仲裁或調停以促成合意的功能，而在其「居中」的立

場—以橋樑角色銜接差異、調和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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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全球網路治理與規範的碎片化

全球網路規範的發展長期陷於爭議與分歧。聯合國雖致力於建構具規範性

的國際共識，以形塑共同的網路治理框架，但迄今仍未形成能明確界定國家

責任與行為準則的統一規範，導致各國對相關規範的理解與實踐方式呈現高度

歧異，遂使全球網路治理呈現出高度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格局（Katagiri 

2021; Lantis and Bloomberg 2018; Mačák 2017; Maurer 2020）。

針對碎片化的原因，學界提出諸多解釋。一派觀點強調各地區與國家在利

益訴求、戰略優先順序、外交文化、國際地位、身份認同、制度結構與國際話

語權配置等方面的差異，導致各方在數位治理模式上的偏好與主導能力各異，

從而削弱推動跨國合作與政策協調的可能性（Chen and Yang 2022; Segate 2019; 

Maurer 2020）。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分歧不僅來自各國數位發展階段的差

異，更反映了長期累積的歷史背景與結構性不對等關係，包含後殖民語境中的

制度認同落差、治理經驗的不對稱，以及對全球規範由誰界定的質疑，進一步

加深了全球數位治理協商的困難度（Segate 2019）。Hansel（2023）的研究指

出，全球數位規範之所以難以建立，癥結不只在政策立場差異，而是大國就網

路治理所採用的敘事框架彼此衝突，承載不同價值與認知，導致即使表面上有

所共識，實質上對其內涵與實踐方式的詮釋卻大相逕庭，這種敘事落差構成數

位規範協商的結構性障礙。更甚的是，許多國家為維護自身制度自主性與數位

資產主權，轉向制定具本土特色且相對封閉的治理框架；此種各自為政，乃至

不相容的監管與治理安排，進而催生「數位治理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

的現象（Polatin-Reuben and Wright 2014; Gao 2022; Lantis and Bloomberg 2018; 

Oxford Analytica 2021; Couture and Toupin 2019）。儘管此類「因地制宜」的

治理策略有助於回應國內需求、保障「數位主權」（Digital Sovereignty），但

也同步增加了全球治理架構的制度複雜性，進而提升多邊協商與集體應對網路

安全挑戰的難度。從制度與法律面向觀之，碎片化亦揭示現行國際法在網路

空間規範上，缺乏足夠的指引力、拘束力與整合功能。相關研究因而轉向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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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國際法基礎，指出缺乏具體且一致的指導原則是全球網路治理的關鍵瓶頸

（Haataja 2022; Katagiri 2021; Mačák 2017）。其中，Mačák（2017）強調，國

家未能積極承擔國際法制定者的角色，導致網路治理陷入「法律真空」。這一

缺口隨後由非國家行為者（如企業、技術團體）填補，形成以「軟性規範」為

主的治理架構；雖能在短期內提供指引，但長遠而言卻可能削弱國際法的正當

性與一致性，進而動搖整體體系的穩定。基於此，Mačák（2017）主張，各國

應重新投入具法律拘束力之規範建構，以確保網路治理的合法性與持久性。

儘管現有關於全球數位治理的研究，已充分揭示缺乏強制性國際規範與統

一監管架構所帶來的挑戰，然而相較之下，較少文獻深入探討如何從價值整

合、共識建構與規範調節的層面，推動跨區域合作與長期治理架構的發展。現

有研究多著眼於國家間治理與監管模式的差異，聚焦於「分歧」與「競爭」，

卻較少關注如何橋接差異、提升制度吸引力與正當性的潛在機制。此一視角的

不足，使得數位治理的規範發展脈絡難以被全面理解，亦低估了非強權行為者

（如歐盟）在彌合治理分歧、推動多邊合作架構中的潛在角色與規範影響力。

二、數位主權作為數位治理的基本理念與價值框架2

數位治理的核心價值與共識建立，可從「數位主權」的討論作為切入點。

隨著網路規範與治理日趨複雜，地緣政治情勢亦不斷升溫，各國愈加關注如何

強化對自身數位基礎設施與資料的自主權與控制力，使數位主權的重要性日益

凸顯（顧振豪 2021; Pohle and Thiel 2020）。

從歷史演變來看，數位主權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2000年代初期，其在數位

領域的核心意涵與傳統的國家主權概念相似，象徵國家對自身數位空間擁有治

理與控管的正當權威（Couture and Toupin 2019; Glasze et al. 2023）。除了作為

抽象的主權理念，數位主權也逐漸具備可操作的制度實踐意涵。正如Karlstad

2	 「數位主權」著重於個人、組織或國家對其數位資源（如資料、技術、平台、基礎設

施）所擁有的自主權與控制權，常見於歐盟等民主國家的討論；相較之下，「網路主

權」則指國家對其境內網路空間的全面治理權，包括資訊流通、內容審查與網路安全

等，較多出現在強調國家控制的政體，如中國與俄羅斯。儘管兩者有所區別，但在應

用上仍經常被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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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3）所指，數位主權是「國家如何規範並行使對其境內科技技術與服

務的控制。這涉及數據安全的保障，同時讓企業、組織和個人能夠擁有更大的

自主權，以管理自身的數位資產與數據」。概括而言，數位主權指的是國家在

高度互聯的網路時代，為維護其自主性與安全性，所展現出的對數位基礎設

施、數據資料以及相關政策框架的掌控能力與規範意圖（Couture and Toupin 

2019）。隨著數位主權逐漸成為全球政策與治理關注的核心，其發展已不再

僅止於制度層面的定義與操作性描述，也日益受到國際政治與經濟力量的深度

影響。數位主權的確立，往往受到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因素的推動，因此其所

蘊含的規範性主張也因應各方脈絡而趨於多元且錯綜複雜（Glasze et al. 2023; 

Pohle and Thiel 2020）。這些主張涵蓋對國家控制、個人資料保護、數位市場

開放、技術自主與網路安全等議題的不同價值取向，反映出數位治理領域中

多重的制度想像。尤有甚者，儘管數位主權概念在威權與民主體制中皆受到重

視，其內涵與實踐方式卻也因政治制度、利益結構、社會脈絡與文化背景等差

異而發展出各具特色的路徑與邏輯（Falkner, Heidebrecht, Obendiek, and Seidl 

2024; Pohle and Thiel 2020）。

Musoni、Karkare、Teevan與Domingo（2023）進一步針對數位主權的實踐

層面進行探討，指出其落實涉及對三個關鍵層面的掌控：其一為物理層，包

括數位基礎設施與技術設備；其二為程式碼層，涵蓋技術標準、演算法設計與

治理規範；其三則為數據層，涉及數據的所有權、流通方式與使用規則。這三

個層面共同構成數位主權的核心結構，並直接影響國家在數位空間中的自主程

度。此外，驅動各國推動數位主權的動機亦多元而不盡相同，主要包括：保障

個人資料隱私、提升本國科技與產業競爭力，以及維護民主價值或實現國家戰

略利益等，例如，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控制與在地化部署，便常被視為維護國家

安全的重要手段（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由於各國在

面對數位主權議題時，其戰略取向與優先考量各異，因此數位主權難以被視為

一套單一且固定的概念，而更應被理解為一種多元、情境化且動態調整的政治

實踐框架。

從全球治理的角度觀之，數位主權的實踐亦引發各種治理模式之間的競合

與對立，進而加劇前述的全球數位秩序碎片化現象。各國對數位主權的願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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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目標存在分歧，使得數位治理體系呈現出日益多元且競爭的態勢。值得注

意的是，數位主權不僅牽涉國家對治理權限的主張，更深刻體現在其如何理解

並導引數位轉型的方向與內涵。也因此，數位主權往往成為連結治理實踐與技

術轉型之間的關鍵節點。正如 Glasze et al.（2023）所言，數位轉型並非單純

的技術現代化，而是深受地緣政治、規範性價值與戰略目標牽動。然而，現有

討論多著重於數位主權的定義差異或操作分歧，較少觸及其背後的規則制定與

價值主導權問題。Carr（2015, 642）指出，全球網路治理中的「規則制定者」

與「規則接受者」皆運作於特定的政治理念與規範假設之下，形塑了人們對網

際網路「應然運作」的理解。換言之，數位主權的核心不僅是「誰擁有數據與

技術」，更在於「誰能制定規則、輸出價值，決定數位秩序的運行邏輯並建構

具正當性的治理體系」，從而影響未來治理模式的選擇與正當性。這一面向關

涉軟硬權力與正當性，卻在現有研究中相對被忽視。簡言之，數位主權的論述

與競逐，實則反映了國際間對規則設定與價值輸出的結構性爭奪。

三、數位秩序：美國市場驅動模式與中國國家主導模式

在數位主權與網路規範的概念逐漸深化為具體治理實踐的同時，國際社會

對「數位秩序」的關注也日益升高。承接上述，數位秩序不僅涉及技術標準

與資料治理規則的建構，更牽涉國家如何透過制度輸出與價值倡議，塑造全球

網路空間的規則基礎與權力架構。在此脈絡下，美中之間日益激烈的地緣政治

競爭，被視為推動數位秩序分化的關鍵動力。兩國分別透過政策、技術與規範

輸出建構具體的治理模式，使數位空間呈現出日益兩極化的制度格局，也對

其他國家的制度選擇與參與空間產生深遠影響。美國主張市場驅動的自由主義

模式，而中國則推動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國家主導模式（Gao 2022; He 2023; 

Lantis and Bloomberg 2018; 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 Shen 

2016; van 2018）。美中的兩種模式不僅反映出更廣泛的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

競爭，也影響了各地對數位主權的理解與網路治理的實踐方式。

首先，身為全球網路治理理念的早期倡導者之一，美國自詡為「多方利

害關係人模式」（Multi-Stakeholder Model）的擁護者（Kiggins 2015），主張

市場導向的自由主義路徑，強調開放、互聯與資訊自由流動的網路環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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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是促進數位經濟、技術創新、保障數位權利與維持網路全球性的關鍵基

礎 （Carr 2015; Denardis 2013; Degterev, Ramich, and Piskunov 2021; Lantis and 

Bloomberg 2018; 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作為最具代表

性的網路治理模式之一，「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主張將數位治理權力分散

至企業與非政府組織，透過去中心化的機制維持治理彈性與多方參與（Carr 

2015; Degterev, Ramich, and Piskunov 2021; Kleinwächter 2007; Pohle and Thiel 

2020）。

雖然美國持續倡導以開放為核心的治理模式，其在國際場域中的作為並非

總是積極推動制度變革。Lantis和Bloomberg（2018）指出，美國在維護現有

治理架構方面展現出高度的堅持，特別是在面對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家提出以

「網路主權」為核心的替代性治理模式時，
3
往往採取防禦性立場，致力於遏

止新制度的發展空間。

然而，美國模式本身亦面臨諸多批評。首先，美國在聯邦層級缺乏統一且

具約束力的資料保護法規，加之大型科技企業於市場中佔據主導地位，助長

了監控資本主義的擴張，並引發對個人隱私與資料濫用的廣泛憂慮（Aho and 

Duffield 2020; DiPersio 2022; Kwet 2019; 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再者，Carr（2015）批判指出，美國主導了全球網路治理的敘事，使

得其所倡導的「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非但未能挑戰既有權力結構，反而鞏固

了美國政府及其盟友的制度優勢。儘管該模式強調多元參與與治理開放性，但

公民社會在實踐上多僅具象徵性角色，缺乏實質影響力，其參與功能更多用以

強化制度的正當性，而非推動實質治理改革（Carr 2015）。與此同時，美國

的跨國科技企業則在全球網路治理中發揮關鍵作用，不僅成為私部門主導的核

心行為者，也實質強化了美國在網路治理制度設計上的影響力。正因如此，

3	 根據Budnitsky and Jia（2018）的研究，自1998年起，俄羅斯與中國即致力於推動「網
路主權」（Internet Sovereignty）的論述，作為對美國所主張「網路自由」觀點的制衡
策略。此概念不僅反映兩方在數位政策上的立場，也被視為一種國家形象打造（nation 
branding）的實踐手段，目的是在國際社會中強化其作為全球強權的身份認同與政治
地位。因此，本文中所使用的「網路主權」一詞，主要聚焦於中國脈絡，指涉其在數

位領域與網路空間中關於「主權」的相關論述與實踐。關於「網路主權」與「數位主

權」的差異，請參閱註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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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2015）說明，「多方利害關係人模式」雖具有強烈的規範訴求，但其主

導性結構可能排除其他治理觀點與制度創新空間，進而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再製

新的不對稱權力關係。

相較之下，中國主張以國家主權為核心的數位治理模式，強調對數位基

礎設施、資料流通與網路空間的主權管控，藉以因應跨境資訊流動對國家

安全與政治穩定構成的潛在風險（Gao 2022; He 2023; Shen 2016; Degterev, 

Ramich, and Piskunov 2021）。該模式提倡「基於網路主權的多邊多元主義」

（multilateral pluralism based on internet sovereignty）（Cai 2018, 647），主張

各國應擁有制度選擇與政策決策的主權空間，並由政府在治理與監管過程中

發揮主導功能 （Degterev, Ramich, and Piskunov 2021; Hong and Harwit 2020; 

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此模式不僅體現出治理主體的

集中性，也彰顯中國對既有治理秩序提出另闢制度路徑的企圖。在對外論述

上，「尊重網路主權」已成為中國參與全球網路治理的核心原則與話語基礎

（Cary 2023）。例如，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莊榮文（2018）於《求是》發

表文章指出，中國在推動對外開放的同時，堅持維護網路主權與國家安全。習

近平亦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明確主張，各國應享有選擇自身網路治理模

式的權利，並反對干涉他國內政或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網路行動（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此治理願景亦與中國整體戰

略目標相契合，強調強化對國內數位環境的掌控，將網路治理與國家安全、政

治穩定結合為一體作為優先考量（Gao 2022; McKune and Ahmed 2018）。透

過將「網路主權」置於全球數位治理的核心位置，中國試圖為其國內監管措施

賦予正當性，並積極塑造其作為「主權導向」治理模式的倡議者角色。此外，

中國強化對數位平台與資訊內容的監管，將其納入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法規與

政策體系中，以確保資訊傳播與平台運作符合國家政策目標與意識形態框架

（Creemers 2020; Hong and Goodnight 2019; McKune and Ahmed 2018）。儘管

此模式強調國家的主導地位，卻如Zhao（2010）與 Shen（2016）所指出，中

國治理實踐亦受到國內企業利益與全球產業鏈布局的影響，中央與企業間的互

動在數位監管與經濟發展之間形塑出相互牽制的權力動態。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模式不僅塑造國內數位政策，也逐漸對他國產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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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效應。儘管該模式因限制言論自由與強化國家監控而備受質疑（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對於重視國家安全與政權穩定的國家而

言，仍具有一定吸引力（Gao 2022）。隨著中國積極推動數位基礎建設與治理

合作，其模式的外溢效應日益顯著，不僅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參考，更促使

部分西方國家重新檢視其監管策略，以因應愈加複雜的國安與社會治理挑戰

（Adee 2019; Chang 2023; Gao 2022; Gong and Li 2019）。總體而言，在兩種

模式的相互競逐下，美國對「自由—創新」的強調，以及中國對「主權—安

全」的優先排序，構成全球數位治理中的核心張力，也進一步深化了制度路徑

的分歧。
4

儘管美中對立持續主導全球網路治理的主要論述，且其競爭對數位秩序與

政策演變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然而，若僅將全球數位治理簡化為美國「自由市

場」模式與中國「國家控制」模式之間的二元對立，將難以掌握當前治理格局

所呈現的多層次動態與制度間的交織演變。事實上，治理場域並非由美中單方

主導，其他重要行為者亦積極參與規範的塑造與制度的協商，其中以歐盟尤具

4	 不可否認，數位領域的發展本身即是一個高度複雜且持續演變的動態過程。美國的數

位治理亦由傳統的市場導向，逐步轉向更強調國家安全與技術自主。自 COVID-19疫
情、俄烏戰爭與晶片供應危機以來，「數位韌性」與「永續性」成為美國數位政策核

心指導原則。無論是川普政府提出的「乾淨網路」（The Clean Network）倡議，或拜
登政府藉《晶片與科學法案》（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推動關鍵技術在地生產、
打造可信供應鏈並降低外部依賴，以落實去風險化（de-risking）政策；再到 2022 年 
10 月主導「晶片四方聯盟」（Chips 4 Alliance），以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戰略
構想凝聚理念相近的產業與國家；以及2023年8月發布行政命令，啟動對外投資審查機
制等（Benson and Sicilia 2023），上述舉措皆以地緣政治、國家安全、經濟利益與意
識形態為核心考量，並以價值與制度相容性為基礎，強化與民主盟友的數位合作，同

時邊緣化中國的數位技術與平台。美國遂以制度化方式劃定「可信任」（trusted）與
「不可信任」（untrusted）的數位邊界，以確保其數位自主、安全、韌性與永續發展
得以落實（Fidler 202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The White House 2024a; The White 
House 2024b）。此一趨勢顯示，美國雖仍標舉自由開放，然其數位治理已朝向在安全
考量下區分盟友與對手的規範結構轉型；儘管如此，美中在數位治理的核心價值與規

範理念上仍分屬兩種迥異的治理典範與陣營取向。
	 簡言之，在二元對立加劇之際，數位治理中的「自由」與「安全」張力持續演變，也

使歐盟角色的特殊性更加凸顯：它並非試圖取代兩強或成為對抗性的第三極，而是透

過規範調和、價值倡議與制度對話，提出超越陣營對立的制度選項，體現其作為「規

範橋樑搭建者」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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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歐盟不應被視為美中競爭的被動接受者，而是一個具備自主政策目標

與行動能力的規範性角色。本文正是基於此，試圖回應現有研究對歐盟角色關

注不足的問題，進一步超越美中二元對立的討論框架，重新定位歐盟在全球數

位治理中的地位與影響，並探討其規範性行動如何推動更具包容性與多元性的

治理秩序。

四、歐盟作為全球（數位）治理中的規範性權力

「歐盟規範性權力」（Normative Power Europe, NPE）概念自Manners

（2002）提出以來，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引發廣泛關注。相關研究不僅探討其

作為分析工具的理論意涵，也從批判性視角檢視其在歐盟多項對外政策實踐中

的應用與限制 （Kavalski 2013; Manners 2013; Veebel and Markus 2019; Jenichen 

2022; Boulos Abad-Quintanal, Mayo-Cubero, and Ferreira 2023; Newman and 

Stefan 2020）。

該理論主張，歐盟的對外影響力並非建立在傳統以軍事與經濟實力為基礎

的定義之上，而是透過倡導民主、人權與法治等核心價值，形塑國際規範與行

為準則。從此視角出發，歐盟的對外規範行動並非臨時性的政策選擇，而是根

植於其制度架構與集體認同之中，反映出其一貫的價值導向（Manners 2002; 

Sjursen 2006）—和平、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等價值，不僅構成歐盟對

內治理的核心基礎，也奠定其對外政策的規範性架構; 這些價值透過外交實踐

與制度性安排向外擴散，逐步塑造國際社會對於治理模式與規範秩序的期待

與理解（Manners 2006; Tocci 2008）。作為一項理論視角，NPE已成為理解歐

盟對外關係的重要分析框架，凸顯其在全球規範建構中的關鍵角色（Pollack 

2016; Sicurelli 2016; Whitman 2013）。同時，該概念也標誌著國際權力邏輯的

轉變—從以國家為中心的現實主義，轉向強調倫理治理與價值導向的影響力

（Jenichen 2022; Manners 2008）。

然而，NPE理論在學術界亦面臨不少質疑與反思。部分學者指出，「規範

性權力」概念內含道德優越的假設，傾向將「他者」視為有待啟蒙或文明化的

對象（Diez 2005; 2013; Merlingen 2007; Pace 2007）。此外，隨著歐盟歷經多

輪的擴張，內部的價值與利益日益多元與分歧，進一步挑戰其作為單一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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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代表的正當性（Newman and Stefan 2020）。這種內部所蘊含的矛盾，體

現在歐洲民粹主義與威權政治勢力的崛起（Andguladze 2021; Lipps and Jacob 

2024; Kapidžić 2020），以及歐盟在對外政策實踐上，部分成員國將國家利益

凌駕於共同價值之上，削弱了歐盟作為規範輸出行為者的正當性與協調能力

（Hyde-Price 2006）。

再者，學者亦指出歐盟在規範性論述與實際政策行動之間經常出現落差，

導致「言行不一」的批評（Langan 2012; Sjursen 2006）。Sjursen（2006）因

此質疑，歐盟是否真正具備「促進全球善治的權力」這一角色定位，至今仍缺

乏明確判準。此外，由於歐盟在各政策領域中的規範擴散能力仍存在明顯差

異，使其國際影響力在穩定性與可預測性上面臨挑戰（Chen 2021）。

從實體到數位的影響：

過去，歐盟的規範性權力主要體現在實體領域國際規範的塑造，例如環境

保護、貿易規則與人權機制。然而，隨著數位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數位空間

逐漸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場域，學界亦開始關注歐盟如何透過制度建構強化

其在數位領域（資料保護、網路安全與數位權利等）的規範性權力，參與全

球規範的發展（Chen and Yang 2022; Bradford 2023; Farrand and Carrapico 2022; 

Mantelero, Vaciago, Esposito, and Monte 2020）。

為回應數位平台治理、資料保護與市場公平性等新興挑戰，歐盟近年

陸續推出具制度性意涵的立法，包括《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數位市場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 

DMA）與《數位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 DSA）。相關研究指出，

這些法規不僅提升了歐盟內部對科技平台的監管能力，也對全球數位企業的

營運模式與法律遵循產生深遠影響；透過這些法案，歐盟逐步塑造其作為全

球數位標準制定者的角色，並展現其作為獨立監管行為者的能動性與國際影

響力（Labadie and Legner 2022; Maria and Reichert 2024）。從學理觀點來看，

Bradford（2023）主張，歐盟正試圖以規範性手段回應全球數位治理中「制度

真空」與「治理碎片化」的困境。在美中科技競爭升溫、全球對治理原則缺乏

共識的背景下，歐盟藉由行使其規範性權力，積極介入數位治理場域，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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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在新興數位秩序重塑過程中的話語權與主導地位。

在此脈絡下，歐盟作為規範性權力的角色，也延伸至對印太地區的數位

參與。2021年，歐盟發布《印太合作戰略》，將數位夥伴關係列為優先合作

領域，強調促進創新、保障數據隱私與深化網路安全合作的訴求（European 

Commission 2021）。透過區域倡議與價值導向的數位政策輸出，歐盟試圖將

其「以人為本」的數位治理模式擴展至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空間，進一步強化

其在全球數位秩序中的規範性影響力（Grgić 2023; Okano-Heijmans and Vosse 

2020）。

然而，部分研究指出，歐盟的監管標準在跨境適用性與實質執行力方面

仍有侷限，特別是在治理架構多樣、價值觀分歧、市場條件差異顯著，且深

受地緣政治張力影響的印太地區，其規範擴散效力難以穩定落實（Broeders, 

Cristiano, and Kaminska 2023; Michalski and Parker 2024; Smith 2023）。更有批

評指出，儘管歐盟主張價值導向，其規範輸出可能再度導致全球治理中的權力

不對稱，且邊緣化其他非西方的治理模式，削弱其規範性權力的包容性與正當

性（Bachmann and Moisio 2024）。

總之，在分析歐盟規範性角色時，多數文獻受限於二分式的論述框架：一

方面，強調歐盟作為有影響力的規範輸出者、國際監管權力與標準制定者，認

為其具有與美中相抗衡的潛力，能在全球數位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Bradford 

2023; Okano-Heijmans and Vosse 2021）；另一方面，則指出歐盟受到內部制

度性掣肘（Säär and Rull 2015; Sjursen 2006）與外部地緣政治壓力（Králiková 

2021; Langan 2012）所限制，使其在治理中呈現出更保守、被動的姿態，缺乏

主動塑造國際規範的能動性。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討論規範行為者

的文獻中，學界仍傾向以「規範開創者」（Norm Entrepreneur）與「規範反創

者」（Norm Antipreneur）的二元劃分，作為界定行為者角色的典型分類。然

而，這類二元框架過度簡化了歐盟在實踐中可能展現的策略靈活性與規範多樣

性。

因此，本文主張應超越二分法，從更具動態性與多樣性的視角去理解歐盟

的規範性行動。尤其在高度不確定的數位治理環境下，歐盟的角色不應僅限

於「成功輸出者」或「被動接受者」，而應理解其如何透過規範調整、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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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與互動等多元策略，主動回應外部變局並推動制度重構。基於上述文獻侷

限，本文嘗試提出新的分析途徑，主張從動態且多樣化的分析角度來理解歐盟

在數位治理中的規範性權力運作。本文主張應聚焦於探討歐盟在多變的國際情

勢下如何進行策略調整，以鞏固其作為規範行為者的能動性。為此，本文借鑒

Paulus（2024）關於「規範能動性」（Normative Agency Framework）的理論

框架，以補充並深化對NPE概念的理解。此一框架有助於分析歐盟如何在外部

監管協調與內部戰略自主之間取得平衡，並藉由規範擴散，推動全球數位價值

觀，影響國際數位秩序的發展方向。最終，本文希望藉由此一分析視角，重新

檢視歐盟在數位治理中的規範角色，並對其能動性與戰略選擇提出更細緻的詮

釋。這將有助於理解未來數位秩序的演變邏輯，並為數位主權與國際規範建構

的相關辯論，提供新的啟發與思考方向。

參、理論框架：「規範能動性」與研究設計

一、規範的演變與「規範能動性」框架

本文首先借鑒Finnemore和Sikkink（1998）提出的「規範生命週期」

（Norm Life Cycle）模型，以理解規範如何演變。該模型將規範的發展概念化

為三個階段：

（一） 規範的興起（ n o r m  e m e r g e n c e）— 由規範開創者（ n o r m 

entrepreneurs）倡導並推動新規範的建立；

（二） 規範的擴散（norm cascade）—規範獲得更廣泛的接受，並被納入治

理框架，進一步制度化；

（三） 規範的內化（norm internalization）—規範被國際社會廣泛採納，並

成為理所當然的國際實踐（Finnemore and Sikkink 1998）。

該模型對於解釋全球規範的擴散具有重要作用，涵蓋人權、環境治理和民

主問責等議題。然而，儘管「規範生命週期」能捕捉規範的結構性演變，卻傾

向預設規範擴散沿單一路徑、循序而穩定地自動推進，因而招致批評（Bucher 

2014; Krook and True 2012; Stimmer 2019）。Bucher（2014）指出，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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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聚焦於規範的內在屬性，將其視為獨立於行為者的外在力量，過度強調機械

式僵化的傳播過程，忽略社會互動與權力關係對規範採納與演變的影響。舉例

而言，歐盟的數位治理策略並非僅沿著單一路徑推動規範擴散，而是涉及更複

雜的戰略選擇與調整。

為回應上述侷限，本文採納Paulus（2024）提出的「規範能動性」框架作

為補充。該框架提供可操作的多元視角，用以分析行為者如何參與、調整、促

進乃至抵制國際規範體系，並促使規範內涵與發展方向的演變。此框架與「規

範性權力」概念密切相關：「規範性權力」著重行為者塑造國際規範結構的

宏觀能力，「規範能動性」則揭示此種能力如何在具體脈絡中透過實踐得以展

現、重構與轉化。兩者形成同時兼顧結構條件與實踐行動的多層次分析框架，

有助於理解規範演變的複雜性。

在全球數位秩序日益兩極化的背景下，該框架對理解歐盟的角色尤具啟

發。歐盟兼具制度守成者與規範創新者的雙重身分：一方面，在多數議題的主

張上，歐盟與自由主義規範高度契合；另一方面，面對全球化與地緣政治重組

之制度壓力，歐盟亦積極在數位治理上開拓自主路徑，倡議以人權、民主與透

明為核心的「以人為本」治理模式。在此脈絡中，「規範能動性」有助於了解

歐盟如何作為能動主體，依情勢靈活調整參與方式與角色定位，在堅持自身價

值的同時，充當不同的角色，在不同規範間尋求平衡與折衷。

Paulus（2024）主張，行為者不僅是規範倡導者或被動接受者，還可能

在不同階段與情境下，中介調節（mediate）、質疑（contest）或選擇性調

適（selectively adapt）既存的規範。相較於將行為者簡化為「規範開創者」

（Norm Entrepreneurs）與「規範反創者」（Norm Antipreneurs）的二分法，

「規範能動性」框架強調行為者根據其所處的地緣政治背景與規範發展階段，

展現出多樣化的行動策略與動態角色。其核心在於行為者如何接受、挑戰或重

塑他者所提出之規範。

根據此框架，Paulus（2024）識別了行為者參與國際規範的六種不同方式

（詳見圖1與表1）：

（一） 規範反創者（norm ant ipreneurship）、現狀維護者（s ta tus  quo 

defender）：積極抵制新規範的採納，試圖維護現有規範框架，防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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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戰略或意識形態利益的規範變革。

（二） 規範開創者（norm entrepreneurship）、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 

actor）：推動新的規範提案，以解決現有規範環境中的缺陷，並積極

遊說其他行為者接受與採納。

（三） 競爭性規範開創者（rival norm entrepreneurship）：並非僅為維持現狀

而拒絕新規範，而是試圖推動與之競爭的替代性規範框架，以符合自身

利益。

（四） 規範追隨者（norm follower）：支持並促進已被接受或新興的規範擴

散，但不主動發起或大力推動規範變革。

（五） 規範被動參與者（passive stance）（刻意或默認不參與）：有些行為者

選擇不參與規範的辯論與制定，原因可能在於資源有限、戰略模糊策略

或缺乏興趣而被動地置身事外。

（六） 規範橋樑搭建者（norm bridge-building）（調節者）：以調節與調和為

手段，提出一條折衷的第三道路。橋樑角色包含兩層意涵：其一，透過

制度橋接，在相互牴觸的數位治理模式間降低摩擦、轉釋差異並尋求共

識，原則上不涉調停或仲裁；其二，納入過去在規範辯論中相對邊緣的

利害關係人，擴大參與，促進更具包容、代表性的規範建構過程及治理

架構（見圖2）。在吸納多元觀點的基礎上，規範橋樑者傾向提出相容

性導向的銜接框架與共通規則，以降低體系張力、提升規範的可接受性

與國際正當性，並在碎片化的全球治理中創造連結與制度交集，而非建

立單一規範霸權，從而擴展對話與共識的規範空間。

此一框架明確採取「行為者導向」的視角，有別於過往部分文獻傾向將主

體性抽象地賦予「規範本身」的分析路徑，而未充分關注行為者在其中所展現

的具體策略與角色轉換。強調行為者如何在特定的政治脈絡中，透過溝通、倡

議、抵制或提出替代規範，積極參與規範的塑造與「整合」，凸顯了價值對話

在規範產生中的關鍵地位。這套分析工具的適用性在於觀察國家與其他國際行

為者在規範競爭與塑造過程中的角色，並非僅專注於探討歐盟的對外規範性作

用。

因此，與Bradford（2020）提出的「布魯塞爾效應」（Brussels Effect）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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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規範能動性」反映出不同的分析視角。「布魯塞爾效應」採取結構導向

的視角，強調歐盟憑藉龐大市場與嚴格監管，使跨國企業基於合規壓力而被動

採納歐盟規範，從而形成單向且自動化的外溢過程。這種模式凸顯的是規範

影響的結果與制度擴張的規模，而非其生成機制。相較之下，「規範能動性」

框架關注過程與參與，將規範視為多元行為者動態互動的產物。簡言之，「布

魯塞爾效應」著重「規範如何外溢」，而「規範能動性」則強調「行為者如

何參與規範的建構與競爭過程」。若前者體現歐盟作為規範出口者的結構性優

勢，後者則提供一種較靈活、具情境敏感度的視角，說明歐盟如何在兩極化的

數位規範環境中扮演中介或橋樑角色，透過策略性調節與倡議折衷方案，促進

不同規範體系間的連結與整合。這一差異標誌著研究重心從「規範影響結果」

轉向「規範建構過程」，並為重新理解歐盟在國際規範制定中的多重角色提

供契機，跳脫「規範霸權」（Global Regulatory Hegemon）的侷限（Bradford 

2020）。5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此框架並不假設行為者的能動性類型彼此排斥

（Scott and Bloomfield 2017），亦不預設其互動必然是對立或零和。在特定情

境下，不同行為者所代表的能動性可能互補，透過分工與協調形成規範建構中

的動態聯盟。例如，「規範開創者」與「規範反創者」在目標上相互對立、

彼此排斥，但「競爭性規範開創者」與「規範反創者」則可能在實踐中並存，

展現更複雜的互動關係（Paulus 2024）。此外，此框架亦不將角色視為恆定

不變，行為者會依地緣政治情境、議題特性與規範競爭格局等結構條件，在

不同階段採取差異化的行動策略。行動類型的界定，除了取決於行為者的動

機外，亦須考量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在規範發展過程中的中介功

能（Paulus 2024; Risse and Sikkink 1999）。正因角色具有互動性、流動性與

策略可轉換性，使此框架相較於傳統二元分類（norm entrepreneur versus norm 

5	 在Bradford（2023）所著《數位帝國：全球科技監管之戰》（Digital Empires: The Glob-
al Battle to Regulate Technology）一書中，作者也是將歐盟定位為與美國與中國並列的
主要競爭者，強調三大關鍵行為者如何透過數位科技推動「帝國式擴張」（The Expan-
sion of Empires），並在數位權利、數位經濟與數位安全等領域，建構彼此競逐的監管
體系，形塑出一場全球性的「帝國監管競爭」（Imperial Rival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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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preneur）更具解釋彈性與動態適應力。

在此框架中，「規範橋樑者」的概念尤為關鍵。其立場介於規範開創者

（推動治理變革）與規範反創者（維護現狀）之間，在高度兩極化的數位治理

場域中，致力於在對立立場間尋求中間路徑，推動共識的可能性。此一協調並

非被動妥協，而是基於戰略自主。若調節機制運作成功，則可能催生兼具雙方

要素的混合治理模式，而非受制於激進修正或保守維持現狀的單一路徑。重要

的是，規範橋樑者不僅調和不同規範體系間的張力，亦須理解並回應其他行為

者的制度偏好與能力限制。
6

借助「規範能動性」框架與「規範生命週期模型」，本文嘗試建構更靈活

且動態的分析途徑，探討歐盟在數位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與參與方式。

圖1　國際規範互動的六種模式

6	 必須強調的是，規範橋樑者能否成功促進共識並發揮其自主角色，仍取決於接收國的

制度偏好、選擇空間與國內政治等多重因素。以印太地區為例，各國在發展程度、政

治制度與數位基礎建設上差異顯著，因此對歐盟規範模式的反應亦呈現多樣性。這說

明歐盟的規範輸出並非單向過程，而是必須透過互動與調適才能發揮作用。

參與國際規範的行為者類型

規範橋樑搭建者

調解對立立場

整合不同框架

被動行為者

不參與、無所作為

資源有限、戰略模糊

規範開創者

修正現有規範

遊說其他行為者

競爭性規範開創者

拒絕新規範

競爭性替代框架

規範追隨者

支持主流規範

促進新興規範

規範反創者

維護現狀

防止變革

資料來源：改編自Paulus（2024），作者進一步概念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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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類規範能動性類型之間的關係
規範角色類型 規範目標 行動策略 核心功能

1. 規範開創者 促進變革 自主提出新規範 挑戰現狀、引領創新

2. 規範反創者 抵制變革 捍衛現狀、否決倡

議、反對新規範

維護現有規範

3.  競爭性規範

開創者

推動另類變革 挑戰主流、另提替代

方案、爭奪話語權

引導規範方向轉變

4. 規範追隨者 接受變革 支持他人提案、參與

聯合行動

追隨主流倡議、協助新興

提案擴散

5.  規範被動參

與者

中立／不作為 不參與、不表態、不

回應

避免選邊

6.  規範橋樑搭

建者

尋求整合、促

進協作，並保

持自主

調節分歧與動員其他

行為者

納入規範被動參與者，促進

共識建構，提升包容性、保

持自主、提供中間立場

資料來源：改編自Paulus（2024），作者進一步概念化整理。

圖2　歐盟作為積極的行為者：規範橋樑搭建者

資料來源：改編自Paulus（2024），並由作者修訂。

行為者

被動行為者

納入參與

對立立場規範橋接

能動性：接受、

抗拒或重構他者

所提出的規範之

能力

在兩者間調

節、整合

創造、推動

規範

規範反創者

（現狀維護者）

規範開創者

（修正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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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取向，運用結構性文件分析與次級文獻檢閱，著重於

政策框架、地緣政治動態與數位治理之規範層面，並透過多層次分析，探討歐

盟在印太地區數位治理的角色與實踐，並揭示其在全球數位秩序塑造中的可能

定位。

首先，本文主要依據歐盟的政策與監管文件進行結構性分析，主要涵蓋

《數位服務法案》（DSA）、《數位市場法案》（DMA）與《一般資料保護

規則》（GDPR），並輔以歐盟執委會的相關評估成果，如《2024數位十年現

況報告》（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Digital Decade 2024）等。透過這些資料，

本文旨在解析歐盟數位戰略的監管原則、核心價值與政策優先事項，進一步

掌握其制度設計邏輯與戰略考量。其次，研究亦納入歐盟的政策聲明與戰略文

本，例如2021年《歐盟印太合作戰略》及其與印太國家的雙邊協議，以評估

其在區域數位治理合作中的角色與影響。

為了補充文件分析，本研究亦參考次級資料，包括學術論文、智庫報告、

專家分析及國際機構出版刊物，以掌握政策執行成效、監管機制影響力及數位

治理框架發展的地緣政治脈絡。透過整合一手政策文件與二手分析材料，本文

得以在制度層面與政治動態之間建立連結，並避免僅限於單一來源或官方論述

的偏狹觀點。

此外，透過比較的分析方式，本文關注歐盟、美國、及中國等國家的數位

治理模式在規範理念、價值導向與戰略考量的異同，以說明歐盟模式的獨特

性，並揭示其規範性影響力與制度輸出在不同脈絡下的可行性與限制。

綜合政策文件與次級文獻的分析，本文試圖更全面且系統地掌握監管框

架、規範演變、地緣政治動態與全球數位秩序趨勢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深化

對歐盟在全球及印太數位治理中角色的理解。

三、理解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的兩個相互關聯面向

基於Paulus（2024）的「規範能動性」框架，本文將歐盟定位為全球網路

治理中的「規範橋樑」，其特徵顯現於能在競爭的監管範式與治理模式之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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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整合調適能力。本文提出兩項基準進行分析：規範中介、調和（normative 

mediation）與數位外交下的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s through digital 

diplomacy）。

（一）規範中介：在兩極化格局中拓展制度互補與參與途徑

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其核心在於能否發揮中介調節的能力—在相

互衝突的數位治理模式間化解分歧，並將多元價值與治理觀點整合成為可行的

框架。不同於規範開創者推動變革，或規範反創者維護現狀，橋樑者透過積極

調和，確保治理架構具包容性而非排他性。

衡量歐盟的中介作用可聚焦於兩點：

1.  是否促進監管一致性—歐盟提倡的方案是否能夠在對立的數位治理模式

之間發揮對話機制，縮小價值分歧與監管落差。

2.  是否提出兼容並蓄具價值驅動的治理模式—歐盟是否能夠綜合不同監管

範式的要素，提供符合數位權利價值觀，又兼顧安全與監管需求的治理框

架。

衡量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的關鍵，在於其能否有效整合分歧、推動共

識，以緩和數位治理的規範兩極化，並展現獨立自主的規範能動力。這樣的規

範調節並非直接介入美中競爭，分別與雙方進行談判或仲裁，而是透過自身的

規範能動力，提供一條折衷且具開放性的路徑，鞏固其在全球數位秩序中的影

響力。

（二）戰略夥伴關係：透過數位外交擴展規範參與空間

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另一項關鍵在於能否運用數位外交與其他軟實

力工具，建立具策略意涵的國際數位夥伴關係（digital partnerships），推動規

範趨同。此角色不僅要求歐盟在地緣競爭中保持平衡，也需主動與尚未深入參

與全球數位治理的國家互動，彌合治理模式落差，擴大規範的接觸面與接受

度。

許多印太國家對美國的「市場驅動模式」與中國的「主權導向模式」均抱

持保留的態度，更傾向尋求能兼顧發展、安全與權利的務實路徑。這些國家雖

無力主導全球規範，但其選擇將深刻影響治理格局的未來走向。歐盟若能善用

數位外交策略，透過雙邊合作與多邊倡議，與這些「規範被動參與者」建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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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分享規範經驗，則有助於共同塑造更具開放性與適應性的治理架構。

在此過程中，歐盟須強調協調與共創，而非單向輸出。透過政策交流、標

準對接與能力建構，可推動全球規範逐步靠攏，並促使發展中與中等強國由

「規範接受者」轉向積極的參與者；更重要的是，這些努力能確保規範框架立

基於價值導向（value-based）的國際共識，而非權力壓制。

此外，透過數位夥伴關係的深化，歐盟亦得以強化自身作為規範中介者的

定位，進一步鞏固以人權為核心基礎、具包容性與彈性的治理價值觀。同時，

也有助於形塑其作為推動國際合作與維持制度穩定的全球行為者形象，拓展其

「規範性權力」的實踐空間。

總結而言，歐盟若能透過策略性外交與制度合作，引導更多國家參與數位

規範制定，將有助於強化其國際認同與長期影響。基於此，本文特別關注歐盟

在印太地區促進數位合作的相關作為，藉此衡量其作為「規範橋樑」的實質作

用。

肆、歐盟在印太數位秩序兩極化中的橋接作用

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在印太地區的數位參與

在印太地區快速數位轉型與美中對立加劇的背景下，歐盟並未以資源競逐

或陣營劃分作為主要策略，而是強調以規範為基礎的參與方式。以下從「規範

能動性」的分析視角，將歐盟定位為「規範橋樑搭建者」，著重探討其如何透

過規範中介與戰略夥伴關係，在分歧中尋求合作與共識，進而在全球數位治理

中開拓其影響空間。

一、在美中數位競爭間的規範中介：倡導整合與折衷之道

實證研究顯示，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的角色，主要體現在其能調整與

適配規範，在相互競爭的治理模式之間尋求平衡，並推動「以人為本」與權利

為核心的數位治理。因此，歐盟並非在美中之間扮演仲裁者，而是以不依附兩

強的自主方案，於監管一致性與價值整合之間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規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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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美國以市場為導向（market-driven）、強調企業自我監管與經濟自

由的模式，或中國以國家主權為核心（sovereignty-based）、突出國家控制與

網路安全的模式，歐盟採取的是一條折衷平衡的路徑，將數位權利、隱私保護

與監管問責（regulatory accountability）結合，構築一種可因應不同數位環境

的規範架構。這種調節與平衡的角色在三個關鍵領域尤為顯著：數據治理；數

位經濟治理（包括網路平台內容治理）; 網路安全框架。

在這些領域，歐盟不僅試圖縮小監管面向的分歧，也透過規範輸出與價值

推廣，使其治理模式成為全球的重要參考，進一步強化其塑造全球數位規範的

影響力。

（一）平衡隱私保護與跨境數據流動：GDPR作為全球數據治理的標準

歐盟在推動規範性影響方面，一個具代表性的案例是《一般資料保護

規則》（GDPR）。自2016年通過、2018年正式實施以來，GDPR已在全

球塑造出新的規範認知框架，影響各國對數據資料及隱私保護的立法與實

踐（Bennett, Chun, Adam, and Noveck 2018; Cate, Kuner, Millard, Lynskey, 

Svantesson, Lynskey, and Loideain 2017; Corning 2024）。首先，在比較層次

上，美國與中國的數據治理模式展現出兩種極端路徑。美國傾向抵制全面性的

隱私立法，主張維持數據自由流動（free data flows）、反對數據在地化（data 

localization），並以市場需求與企業利益作為政策核心，僅在必要時採取最低

限度的監管（Gao 2021a）。此一市場驅動體系將數據視為推動創新、產業靈

活性與全球科技競爭力的關鍵資產（Gao 2021a）。相較之下，中國則建立起

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嚴格數據控管體系，透過《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

法》等法規，限制數據跨境流動，並強化國家對數據基礎設施與數位平台的

監管與掌控，將數據定位為國家治理與社會穩定的戰略資源（Gao 2021a; He 

2023）。然而，此一路徑常以個人隱私為代價，在政府對個人數據享有高度

存取與調用權的情況下，個人權益保障的空間顯著受限（He 2023）。在這兩

種極端模式之間，歐盟的GDPR則展現一種「中間立場」。它一方面強化個人

資料保護與隱私權利，另一方面並未採取全面數據自由流動或數據在地化，而

是在嚴格條件下允許數據跨境流動。這種規範化但具彈性的模式，凸顯了歐

盟在隱私保護與數位開放性之間所追求的價值平衡（Gao 2021a; Ryngae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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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2020; Voigt and Von dem Bussche 2017）。

此外，GDPR的域外影響並非對第三國的強制輸出，而是透過市場驅動的

合規誘因與制度互認機制所產生的「外溢效應」：憑藉歐盟龐大的市場與其規

範的正當性，GDPR逐步成為全球數據治理的重要參照。其中國家層次的「適

足性認定」（adequacy agreements）與企業層次的「企業約束規則」（Binding 

Corporate Rules, BCRs）等機制，構成制度互認的關鍵管道以確保數據在隱私

保護與流動性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為跨境資料傳輸提供必要保障，另一方

面降低交易與合規成本，因而創造對接歐盟制度的誘因，並推動若干國家調整

國內法制以趨近歐盟標準（Ryngaert and Taylor 2020; Greenleaf 2017; Kastlová 

2024）。7

例如，日本自2018年GDPR生效後修訂《個人信息保護法》（APPI），

以達到等效標準，並於2019年與歐盟簽署《歐盟－日本數據適足性協議》，

創建了「全球最大安全數據流通區域」，亦標誌著歐盟首次與第三國互相承

認資料保護標準（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Nishi 2018）。新加坡則在其原

有的《個人資料保護法》（PDPA）基礎上進行修法強化，以求在多項核心

原則上與GDPR保持一致（如納入「事前同意」），並積極研議納入「資料

可攜權」與強化企業責任等相似措施，來回應歐盟的隱私保護精神（Tan and 

Azman 2019; DPEX 2022）。印度在2017年最高法院承認隱私為基本人權後，

亦於2023年通過《數位個人資料保護法》（DPDPA），其立法精神和制度設

計在多方面與GDPR相呼應，標誌著其在數據隱私保護方面邁向更嚴格的標

準（Greenleaf 2017; Sadoian 2024）。臺灣雖尚未獲得歐盟的適足性認定，但

其《個人資料保護法》（PDPA）已經過多次修訂，特別在透明度、跨境數據

資料傳輸與個人數據權利保障方面逐步接軌歐盟標準（Tseng and Huang 2024; 

Tseng, Huang, and Kai 2023）。這些案例顯示 GDPR已從「歐洲內部規範」發

展為「跨域的治理標竿」。

7	 不可否認，歐盟GDPR的實施與全球擴散已在學者間引發多元的討論。部分學者主張其
擴張主要源於權力導向而非價值驅動策略（Gstrein and Zwitter 2021）。批評者進一步
指出，GDPR的域外影響力需更審慎的規範，以避免潛在衝突或對第三國利益造成非預
期負面衝擊（Kuner 2015; Svantess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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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單一國家層面，GDPR亦逐步影響區域組織的數據治理實踐與促進

區域層級隱私保護標準的建構。受GDPR啟發，東協於2016年發布《東協個

人資料保護框架》（ASEAN Framework on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並於

2018年提出《東協數位數據治理框架》（ASEAN Framework on Digital Data 

Governance），旨在建構一套以原則為導向、具互通性的區域監管機制，以

促進數位貿易與跨境數據流通（ASEAN 2021a; Okano-Heijmans, Chan, and 

Dekker 2022）。在跨境傳輸的規範設計上，文件明確主張兩項核心目標：

一則促進區域內資料自由流動，二則確保跨境資料獲得適當且必要的保護

（ASEAN 2021b, 5-6）。此種在「開放」與「保護」之間尋求平衡的數據治理

取向，與歐盟的「中間立場」相契合。

儘管東協文件未明示「以人為本」的語彙，其強調的核心原則—同

意（Consent）、告知與目的限制（Notification and Purpose）、資料正確性

（Accuracy of Personal Data）、安全維護（Security Safeguards）、存取與更正

權（Access and Correction）、跨境資料傳輸（Transfers to Another Country or 

Territory）、資料保存（Retention）與問責（Accountability）（ASEAN 2021b, 

7）—已體現對個資及隱私權益的高度重視，並在相當程度上呼應歐盟以使

用者權益為本的規範價值取向。

此外，《東協數位總體規劃2025》（ASEAN Digital Masterplan 2025）

進一步推動與亞太經合會跨境隱私規則（CBPR）的銜接，並朝與GDPR之

間的互通與接軌努力，以強化跨區域的規範兼容性與監管協調（ASEAN 

2021a）。

總體而言，GDPR的全球影響力不僅來自其域外適用性，更在於把個人隱

私、數據權利與監管問責制度化為治理的價值基礎。這些價值已逐漸轉化為跨

國企業與國家主動對接的規範依據，同時也避免數據治理陷入「全面放任」與

「嚴格控管」的二元對立。GDPR所體現的平衡立場與中介路徑，正是歐盟作

為「規範橋樑」的最佳體現，顯示其在全球數位治理中，具有促成整合、推動

共識與實現規範收斂的能動性。

1. 數位經濟治理：以用戶權益為核心的治理模式

除GDPR外，歐盟透過《數位市場法案》（DMA）與《數位服務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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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在數位經濟領域構築一套彼此銜接的監管架構，兼顧市場競爭、平

台責任與基本權利，推動建立更公平且透明的數位市場環境，並以此展現其

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的定位（Chiarella 2023;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Wagner, Eifert, Metzger, and Schweitzer 2021;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a）。

其制度設計以「以人為本」、「權利導向」、公共性可持續等為原則，將可競

爭性與公平性、透明與問責、用戶能動性等要求具體化為可對接、可調適的治

理路徑。DMA聚焦競爭結構與行為矯正，以事前義務回應大型平台的系統性

影響；DSA則聚焦內容治理與用戶權利，將透明、問責與救濟嵌入平台治理流

程。此並行架構把競爭與權利內嵌於同一治理體系，旨在避免將數位市場治理

侷限於單一面向，體現歐盟所重視的數位治理價值（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Wagner, Eifert, Metzger, and Schweitzer 2021）。

DMA針對所謂的「守門人」（Gatekeepers），亦即在數位生態系統中

被歐盟認定為具有系統性影響力的大型科技企業和線上平台，要求其遵守事

前義務以矯正可能的結構性失衡，包括：禁止自我優待、限制不當綑綁與預

設、強化互通與資料可攜、開放關鍵介面與資料存取、降低第三方進入障礙

等（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a）。根據Eurasia Group（2018）報告指出，全球科技生態系統正

日益分化為兩個具有政治驅動性的競爭陣營：中國的BATX（百度、阿里巴

巴、騰訊、小米）與西方的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

這種分化加劇了科技壟斷和市場集中的問題，也引發了數位生態系統互通性

不足和公平競爭受限的隱憂（Eurasia Group 2018）。DMA以「可競爭性」

（Contestability）與「公平性」（Fairness）為規範目標，藉由明確、可預期的

事前義務與歐盟層級的集中執法，抑制支配力濫用，同時為中小企業與新進者

保留創新空間（European Parliament 2021）。歐盟主張的「市場公正」意在重

構資訊與基礎設施的權力分配，遏止少數超大型平台藉由連結大量商業使用

者與終端使用者的中介優勢，以及跨領域數據與服務的滾動效應，形成對整

體平台生態的結構性支配與鎖定，進而削弱創新空間與競爭動能。「可競爭

性」的價值，在於維護多元路徑與市場的可進入性，讓中小型創新者在不落入

不對稱劣勢的前提下與既有業者競逐（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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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Union 2022a）。

DSA將線上平台視為承載公共溝通與商務活動的核心樞紐，要求（超）

大型平台／搜尋引擎進行系統性風險評估（含非法內容、公共討論操弄、基

本權利侵害、對未成年之風險、平台交易衍生的詐騙行為等），並建立風險

緩解措施與外部稽核機制（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b;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b）。法案要求線上平台／搜尋引擎強

化廣告與演算法運作的透明度、可解釋與可監督的推薦系統、研究者資料存

取、通知—申訴—救濟流程，以及關閉個人化推薦等用戶控制選項，以保障用

戶的知情權和選擇權（Strowel and De Meyere 2023;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Pop, Bezemer, and Grant 2022;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b;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b）。透過將程序性保障與資訊自決嵌

入平台治理，DSA在「言論自由」與「風險減緩、管理」之間建立可操作的

制度平衡，使平台治理不再仰賴單方自律或事後補救，亦非經由內容封堵換

取安全，而是落實於可稽查、可追責、可驗證的運作，藉此強化用戶的主動

權（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2b;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b）。

雖然美國和中國都已開始採取措施以應對大型科技公司的影響力（Colino 

2021），而歐盟的做法仍在數位經濟治理格局中，提供了有別於美中模式的

第三種選擇。美國的價值排序歷來以創新與言論自由為首位，主要依賴自願性

行業標準，以維持市場驅動和自我調節的模式，聯邦干預有限，傾向把數位

平台視為促進創新的私營領域與承載公共言論的中介場域，因而偏好事後矯

正與司法救濟為主，缺乏統一的準則框架也僅讓平台負擔有限責任（Benson, 

Gaffney, Linebaugh, Trout, and Wild 2024; Brannon and Holmes 2024）。相對

地，中國則以「秩序、安全與主權」為核心價值，強調平台作為國家治理與

社會穩定的工具，偏好由國家主導的前置審管與內容管制路徑，對演算法推

薦、深度合成與生成式AI等實施專門規則與管控機制，將平台納入更嚴密的

內容與系統性風險控管（Xinhua News Agency 2022; Creemers 2015; Gao 2021a; 

2021b; Zha and Dong 2022; Erie and Streinz 2021; Musoni, Karkare, Teevan, and 

Doming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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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兩者之間，歐盟藉由DMA與DSA提出中介性的治理選項：既不把自

由等同於放任，也不把安全等同於全面控制，而是在自由—保護、開放—韌性

之間，以「可競爭性／公平性」與「透明／問責／用戶權利」為軸，試圖讓數

位經濟在權利可主張、權力可追問、風險可治理的條件下運作。在此意義上，

DMA與DSA不僅是歐盟內部法規，更是歐盟作為「規範橋樑搭建者」於全球

數位經濟治理中推動規範靠攏與合作對話的關鍵工具。

2. 網路安全與數位主權：在自由開放與安全保障之間的價值實踐

在面對地緣政治與技術風險交織升高的情勢下，歐盟不僅關注數據治理與

數位經濟的規範設計，更進一步將「數位安全」與「數位主權」納入其整體治

理戰略。其核心理念並非落於國家全面掌控或完全依賴市場，而是主張透過制

度架構強化韌性，同時維護自由開放、信任與基本權利的數位秩序。

在全球數位治理格局中，不同主要行為者對「數位主權」的理解與定位存

在明顯差異。美國在數位治理上未明確採用「數位主權」的概念，反映其偏向

開放取向與自由化的策略取向。中國則強調國家主權同等適用於數位與實體領

域，並積極倡導數位主權以加強國家管控。歐盟採取折衷路線，將數位主權視

為保障個人隱私、資料保護與公民權益的框架，同時維護其在全球數位體系中

的自主性，避免受到外部勢力如外國政府或跨國科技企業的過度影響。

歐盟近年來強調數位自主，將「網路安全」提升至「歐洲數位主權」

（European Digital Sovereignty）的戰略核心層次，致力於減少對特定供應商的

依賴，並提升整體資訊系統的抵禦能力（Carrapico and Farrand 2024）。透過

如《網路安全法》（Cybersecurity Act）8
、NIS2指令（NIS2 Directive）與《網

路韌性法案》（Cyber Resilience Act）9
等措施，歐盟強化對關鍵基礎設施、數

8	 該法案有兩項核心功能：1. 擴大歐盟網路與資訊安全局（ENISA）的職權，強化其對
成員國政策協調與事件應變能力；2. 建立適用各類ICT產品、服務與流程的歐盟網路安
全認證框架（Wahl 2019）。

9	 NIS2於2022年通過，要求關鍵與重要產業強化風險管理、事件通報與供應鏈安全，旨
在提升整體網路韌性，促進成員國資安規範的一致性與合作，各國須於2024年10月17
日前完成國內法化（European Commission 2025a）；而《網路韌性法案》預計2027年
適用，是規範所有含數位元件產品的資安要求，強調產品在設計、開發與整個生命週

期中的預設安全性與漏洞管理機制 （European Commission 20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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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產品與數位服務的安全規範，並建立跨成員國的一致標準與安全認證機制

（Wahl 2019;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a）。特別是網路安全認證框架（EU-

wide Cybersecurity Certification Framework）的推出，不僅降低產業遵循成本，

也提升使用者對日常數位產品的信任程度，進一步強化單一市場整體的數位韌

性（Wahl 2019）。

與此同時，歐盟並未因強化安全而犧牲開放與創新，而是採取風險導向的

中介策略。其代表性做法為《5G工具箱》（5G Toolbox）：不同於美國對特

定供應商傾向採取全面禁制，亦有別於中國的高度前置控管，在否定採取「完

全開放或完全排除」的二元選擇下，歐盟以更細微的做法，透過風險分級、

供應商信賴評估，配合技術與政策組合建議，提供成員國可調適且可比對的

指引，以便對高風險供應商採取相應措施（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Oxford 

Analytica 2020; Gao 2022）。10
此一靈活安排兼顧數位主權、產業開放與安全

需求，避免單一治理邏輯主導，並彰顯歐盟作為全球網路安全規範中介者的協

調與創新能力。

相比之下，美國以自由市場與創新推動為核心，資安政策主要依賴「公

私合作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然而，其標準制

定與風險管理高度分散，缺乏整合與全面性的法律基礎，也因此引發產業

界與學界呼籲建立更具一致性的標準與監管機制（Salminen and Campbell 

2025; Brooks 2019; Dix 2025; O’Mara and O’Neill 2025）。例如，國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下的「網路安全暨基礎設施安全

局」（The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CISA）為強化資訊

分享、風險監測與應變能力，建構一套產官協作體系，強調非政府行為者（如

企業、NGO、專業組織等）在資安治理中的積極參與（Salminen and Campbell 

2025）。

10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近期對高風險供應商的態度確有收緊趨勢，執委會持續敦促各成

員國加速落實對「高風險供應商」的限制。然而，截至目前，相關限制尚未具有強制

法律效力，實際執行仍由各國自主決定。此發展並不必然否定文中主張的歐盟中介策

略，而是反映出其在維持數位主權與確保安全之間，持續調整政策平衡的動態過程，

顯示其試圖在兩強之間走出一條中間路線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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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則延續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治理邏輯，透過《網絡安全法》、《數據

安全法》等法規，將資安治理納入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強化政府對基礎設

施與數據等數位資產的監督與審查權限，凸顯數位治理與社會穩定、政治控

制的深度交織，展現「國家主導型」的特徵（Gao 2021a; Perez 2022; Erie and 

Streinz 2021; He 2023）。然而，這些法規雖以國家安全為導向建立數據分類

制度，卻因相關定義模糊而使實質解釋權由政府當局掌握（Perez 2022）。例

如，《數據安全法》將數據劃分為「國家核心數據」與「重要數據」，並對

其施加嚴格管制，但並未明確規範義務是否僅限於「關鍵資訊基礎設施運營

者」，或亦涵蓋一般數據處理者。考量其與國安高度相關，其限制可能外溢至

更廣泛的行為主體（甚至個人），進一步引發外界對法規任意解釋與執法不透

明的疑慮（Gao 2021a; Perez 2022）。

歐盟的網路安全治理策略，則在兩極之間，開闢出一條中介路徑，以避免

單一治理邏輯過度主導：既不放任私部門主導，也不將國家安全視為唯一優

先，而是透過風險治理、用戶信任與市場創新之間的制度調和，兼顧數位主

權、產業開放與安全需求，推動「安全與自由並重」的治理理念。這一治理理

念也延伸至《人工智慧法案》（AI Act）等新興科技領域。作為全球首部依據

風險等級規範AI應用的立法，它一方面回應社會挑戰、人權與倫理風險，另

一方面試圖在鼓勵創新與強化監管之間取得平衡，建立有效而不過度干預的法

規架構（European Commission 2024c）。簡言之，歐盟的數位規範不僅是一套

法規框架，更是一種價值觀的輸出，體現其對「以人為本、透明可問責、權力

可受控」的數位秩序想像。儘管各項法規的影響力有所差異，透過與GDPR、

DMA、DSA相互呼應的政策網絡，歐盟試圖建構出一套兼顧安全、主權與基

本權利的數位治理模式，在市場驅動與國家控制治理範式間取得平衡。在規

範擴散與制度協調的推動下 （Finnemore and Sikkink 1998），結合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y）與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的影響，歐盟的全球數位規

範橋樑地位將得到進一步鞏固（Arthur 1989; Pierson 2000; Bradford 2023）。

（二）戰略夥伴關係：以數位外交擴展規範生態，吸納周邊行為者

在推動戰略夥伴關係與深化數位外交影響力方面，歐盟積極參與雙邊與多

邊數位協議，以宣揚自身價值觀、促進規範趨同，並界定共通原則與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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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不同治理模式的對接方式。根據2021年《歐盟印太合作戰略》，數位治

理與夥伴關係已被確立為歐盟在該地區的重要支柱（European Commission 

2021）。簡而言之，歐盟以三個面向推動印太數位夥伴關係：其一，運用的

工具—以數位夥伴關係協定（Digital Partnership Agreements, DPA）作為一種軟

性的規範治理機制，透過對話、協調、標準化與互通性安排，在政策層面擴散

其規範傾向、促進制度的趨同，以降低跨境制度所可能產生的摩擦（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2023; 2024d; European Parliament Research Service 2025; 

Bradford 2020）。除了此類協定外，歐盟還結合「聯合聲明」、「合作備忘

錄」等其他軟法工具以及透過法律接軌、合格評定／認證機制等，強化規

範相容性與在地治理框架的可對接性（European Commission n.d.;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e; European Commission 2025c; 2025d; Blenkinsop 2024; EEAS 

2022b; Bradford 2015; European Parliament Research Service 2025）。其二，合

作的對象—採價值導向原則，以民主治理、法治、人權與數據隱私保護為核

心，優先與理念相近、志同道合的夥伴深化合作，在互信架構下推進重點領域

的協作（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EEAS 2022a;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b; 

European Commission 2025d;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2023）。11
其三，支

援的配套—透過長期援助、能力建設（如Digital ODA、Cyber4Dev）及共同研

究等不同的合作計劃，強化合作國之制度吸收能力、促進人才交流與培訓，以

完善資安治理與風險管理機制，縮短數位治理的落差，提升歐盟政策執行與監

管落地的能力（D4D Hub n.d.; Cyber4Dev 2023; European Parliament Research 

Service 2025;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e）。

在此基礎上，2022年「印太合作部長級論壇」（Ministerial Forum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強調支持歐盟分別與日本、新加坡及南韓推進

數位夥伴關係之制度化合作進程，推動「以人為本」取向的合作基調建立可信

的數位社會（EEAS 2022a; EEAS 2022b;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b; Ministry 

11	 歐盟亦與一些「非志同道合」的國家展開合作。但此類合作形式，在名稱、範圍及架

構上均有別於數位夥伴關係。例如，與中國的合作屬臨時性合作安排，透過「數位對

話」機制，簽署了線上產品安全等領域的行動計畫（European Parliament Research Ser-
vice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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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rade and Industry 2023）。同時，歐盟亦宣布計劃在印太設立「數位發展中

心」（Digital 4 Development Hub），作為區域性的協調平台，以支援包容且

可持續的數位轉型（EEAS 2022a）。

除了透過數位夥伴關係推動區域合作，歐盟亦積極與印太國家（包括澳

洲、葛摩、印度、日本、模里西斯、紐西蘭、南韓、新加坡、斯里蘭卡、泰

國、菲律賓等）共同發表聯合聲明（joint declarations）（EEAS 2022b）。

這些聲明一致將個人隱私與個人資料保護界定為「核心價值與基本自由」，

並指出「共同願景是採取以人為本的方式進行數位轉型，不僅有效保護個人

資料在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並且是促進跨境合作的重要推動力」（EEAS 

2022b）。此一立場與GDPR之精神相契合，等同於將GDPR的語彙與原則外

溢為對外關係的共同語言，強化歐盟在「可信資料自由流通」（Data Free 

Low with Trust）與全球隱私治理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與主導性（EEAS 2022a; 

2022b）。換言之，歐盟透過數位外交與軟實力的協同運作，以規範輸出與標

準設定形塑國際數位秩序的方向與界線。

此外，歐盟的數位外交策略亦涵蓋針對發展中國家所推動的「網路韌性

計畫」（Cyber Resilience for Development, Cyber4Dev），隸屬於歐盟的數位

發展援助（Digital ODA）框架，旨在提升合作夥伴國的網路韌性，並推動以

「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的數位治理模式，強調回歸到「以人為本」的核心價

值，提倡符合法治與良善治理的原則，以促進區域合作，建立開放、自由、安

全且具韌性的數位環境（Cyber4Dev 2023; Okano-Heijmans and Vosse 2020）。

在美中科技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歐盟的數位外交策略對發展中國家在數位

治理模式的選擇愈發關鍵。與科技巨頭市場主導或國家機器強勢干預不同，

歐盟以其規範橋樑整合的角色，藉由數位外交深化共享價值規範，確保數位

轉型兼顧民主原則、監管平衡與自主主權（Okano-Heijmans and Vosse 2020; 

Renard 2018）。這種策略凸顯歐盟作為規範橋樑的另一面向：它並非被動受

制於大國競爭框架，而是在強權與較弱小國家之間發揮中介與平衡功能。透過

對話、協商、援助方案、研究計畫與跨區域合作等，歐盟得以塑造並推廣自身

的數位規範與價值，而不僅僅依賴法律規範的直接適用。由此，一方面強化與

理念相近國家的價值同盟，另一方面引導數位治理在普世價值的座標上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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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建立一個開放、自由、受保障、以人為本且可信賴的數位環境（EEAS 

2022a）。

伍、結論：展望未來，反思歐盟面臨的挑戰與限制

本文肯定歐盟在印太數位治理中扮演「規範橋樑者」的潛力，但其能否轉

化為實質影響，仍取決於多項現實條件：一、內部能力與執行；二、接收方的

主體性與在地條件；三、兩極化結構下的權力與資源約束。

首先，內部能力與執行是規範能見度轉化為實效的前提。歐盟規範影響力

的可持續性，取決於其內部在技術創新、產業能量與制度整合上的基礎實力

（Gerrits 2009; 陳馨蕙、葉國俊 2022）。若缺乏自主技術與產業鏈支撐，縱有

成熟的治理理念與輸出機制，其規範輸出恐將流於象徵。Landau（2025）亦

指出，價值導向的數位治理若與經濟或技術現實脫節，易造成政策與需求的

落差並引發反彈，削弱其規範性權力的正當性與吸引力。從產業層面觀之，

新興數位規範與監管迫使企業重整營運與合規架構，以維持競爭力（Wheeler 

2024）。誠然，法規一致性具重要性；然企業端更關切實務操作成本與創新

彈性。尤其中小企業與新創公司，因承載能力較弱，易受制度設計與過度監管

之直接衝擊。以臺灣為例，實證研究顯示，歐盟之規範與政策思維（如數據治

理、隱私與數位主權的理念）雖引起科技、製造業之關注與若干回應，惟相較

臺灣及美中在供應鏈與經貿的深度連結，歐盟在政策採納層面的實質影響仍相

對有限，顯示其在技術動能與產業支撐不足的結構性挑戰仍待克服（陳馨蕙、

葉國俊 2022）。

其次，接收方的主體性與在地條件決定了歐盟在印太地區推動數位規範

的成效。實際上，印太區域各國對歐盟治理模式的接受程度無法概括而論，

各國的反應，涵蓋支持、觀望乃至保留甚至批評。
12
區域內各國因國內制度

條件、發展階段與政策優先順序不同，對歐盟倡議之回應呈現高度異質性

12	 礙於篇幅與研究焦點所限，本文未能詳述印太各國的策略差異與在地考量，惟此面向

將作為後續研究的重要方向，以進一步探討地方主體性對規範傳播與落地成效之影

響。



 「橋接」數位分歧：歐盟在印太數位治理中的角色　133

（Nouwens, Maremonti, Togashi, and Brandt 2023; Bentotahewa, Hewage, and 

Willams 2022）。例如，日本與南韓，因與歐盟共享人權、民主等自由主義核

心價值，對歐盟推動的資料保護、人工智慧倫理等規範表達認同與支持，並已

透過「雙邊數位夥伴關係」深化合作（European Commission 2025d; European 

Commission 2024f）。相較之下，印尼、馬來西亞等發展中經濟體多採審慎觀

望與調適，雖認同數據治理的重要性，但多強調法規應配合其數位主權的考

量與在地經濟的需求進行調整（ANTARA Indonesian News Agency 2025; Rana 

and Azeez 2025; Chakravarti 2024）。印度雖在個資保護法規上逐步與GDPR靠

攏，但對歐盟治理模式仍持批評立場，指出其設計過於嚴格，未能顧及南方國

家的發展需求與制度多樣性（Radic 2024; Pangotra 2024）。這些差異顯示，歐

盟的規範輸出是否有效，除仰賴其橋接能力，更繫於接收國的選擇空間、制度

偏好與協商意願，唯有結合節奏管理、議題分段與能力建構，方能轉為穩健的

在地化落實。

最後，兩極化結構下的權力與資源約束，壓縮了歐盟的中介橋樑空間。

在美中競逐加劇與印太監管在地化需求上升之際（Corning 2024），歐盟在安

全承諾、產業誘因與技術生態等籌碼上相對不足，因而處於不對稱的競爭場

域；同時，如上述，其自主性亦受內部政治協調與對外經貿依賴的牽制。「布

魯塞爾效應」固然提供規範外溢的結構條件（Bradford 2020），但在亞洲市場

常遭遇美中雙重影響的稀釋。在此情勢下，歐盟即便試圖以規範工具維持影

響力，其政策輸出往往需與美國的安全安排或中國的市場規模綑綁協調，降

低了規範單獨發揮槓桿的能力。再者，印太國家多採取務實的「多邊對沖」

（hedging）與議題分組合作（minilateralism）（Kuik 2022; Koga 2022），使

得歐盟多扮演輔助性角色或專項合作夥伴，而非議程設定者。

基於上述的條件與約束，以下提出綜合結論與政策意涵。

綜合而論，歐盟在數位規範領域的影響不應僅被視為一個單向的擴散過

程，而是一場持續的制度協商。若要強化其「規範橋樑者」效能，關鍵在於：

縮小「規範—能力落差」（透過研發與產業政策，提升競爭力，支撐歐盟的規

範輸出）、以夥伴共構回應在地需求（將規範調適為因地制宜、可落地的政策

方案），並採資源供給、技術合作與能力建構結合規範倡議，提升物質誘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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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性。如此，歐盟才能在兩極化格局中，把「價值主張」具體化為可被對

接的制度選項，並將「規範橋接」轉化為可持續的區域影響。

展望未來，歐盟以「規範橋樑」的角色推動數位治理，最可能出現的情形

是「選擇性的部分趨同」與「分段式的對接」：各方會先在隱私、透明與問

責等基本原則上形成共識，但在落實強度與操作細節上仍將各自為政。這樣的

治理格局雖有助於避免全球數位秩序被完全二分，但隨著美中競爭加劇、規範

陣營化加深的發展，歐盟的折衷路徑亦可能面臨邊緣化風險。部分國家或許願

意在原則層面接受歐盟倡議，但在涉及安全、產業利益或政治聯盟時，仍可能

被迫向美國或中國靠攏，使歐盟的橋樑角色陷入「原則認同—實踐分歧」的窘

境。

未來研究可從三個方向拓展：首先，檢視歐盟在全球數位治理中角色的演

進與互動，特別是在規範塑造過程中其策略與定位如何隨地緣政治變化而調

整；其次，比較歐盟在不同地區扮演「規範橋樑」角色的異同，包括其政策輸

出策略與在地落實情況的差異，進而探討歐盟如何透過與區域組織合作來強化

其數位規範的外部影響力與制度滲透力；最後，深入分析個別印太國家對歐盟

規範輸入的條件、接受度與回應邏輯，進行比較研究，檢視地方主體性對規範

傳播與落地成效之影響。

綜言之，在全球數位秩序逐步碎片化的趨勢下，歐盟的「規範能動參與」

展現出其調節整合潛力。即便不具壓倒性的經濟與技術優勢，作為「規範橋樑

搭建者」，歐盟所能提供的，是一種超越陣營對立、兼顧價值與現實考量的互

動場域。這並不意味其具備制衡美中兩強的硬實力，而是在規範協調與制度對

話層面，為印太區域行為者創造更多選項與凝聚共識的可能，有助於緩解各國

在美中競爭壓力下所面臨的政策兩難。因此，歐盟的規範角色及其戰略價值，

不應僅以「影響力大小」或「規範擴散速度與範圍」來衡量，而更應關注其在

兩極數位治理模式之間，維持自主、提供制度折衷與對話空間的能力—這種

介於價值堅持與務實調適之間的定位，或將成為當前與未來數位秩序重構中不

可忽視的力量。

 （收件：114年2月22日，接受：11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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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 era of rapi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the digital domain has 

become a core battleground for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reshaping global 

governance, security,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The intensifying U.S.-China 

technological rivalry is accelerat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global digital 

order, with the key challenge being the divergence in global cyber governance 

norms, reflecting conflicting values and policy prioriti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ith its economic potenti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arena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governance.

Beyond U.S.-China competition, the European Union (EU), as a Normative 

Power, also seeks to exert influence over the digital order in the Indo-Pacific.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U.S.’s market-driven approach and China’s state-led 

model in digital governance, the EU’s role remains ambiguous, necessitating 

further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e and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 this domai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U’s normative influence in data governance,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ybersecurity, exploring how it seeks to maintain 

strategic autonomy amid U.S.-China competition. Drawing on Paulus (2024)’s 

Normative Agency framework, this research evaluates the EU’s approaches and 

pathways of influence in digital governance. Through policy document analysis, 



136　問題與研究　第64卷第4期

academ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EU’s normative impact in shaping digital order.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EU primarily acts as a “Norm Bridge-Builder”, 

attempting to mediate between the polarized U.S. and Chinese digital 

governance models, offering a middle-ground approach and inclusive pathway 

that promotes cross-border data flows,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human-centric digit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EU’s influence in the 

Indo-Pacific remains constrained by factors such as internal policy coherenc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city, the pressures of intensified U.S.-China 

competition, and the strategic calculations of regional states. 

Structurally,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global 

digital governance and the EU’s normative role, followed b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It then presents case 

studies on the EU’s engagement in the Indo-Pacific and conclude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EU faces in shaping the digital 

order, offering insights for the EU’s future digital strategy.

Keywords:  European Union, Digital Governance, U.S.-China Rivalry, Indo-Pacific 

Strategy, Normativ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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